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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顿·克拉克，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等教育和社会学教授，比较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此前曾在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以及耶鲁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是美国当代著名的高等教育学者，也是一位有较高学术造诣的社会学者。其所著的相关高等教育作品，如《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高等教育新论——八个学科和比较的观点》等引入国内后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伯顿·克拉克主要致力于高等教育的比较研究，擅长组织分析和跨国研究，从内部揭示高等教育的特性及高等院校的运行规律。相似的，本书也是在对德、英、法、美、日五国研究生教育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述了这五个国家大学实施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实际情况，并对科研、教学、学习这三者之间的连结进行了研究和讨论。
一、五个国家的研究生教育和科研组织结构
克拉克教授根据五国大学的研究生教育特点，将其概括为五种不同的大学类型：德国的“研究所型大学”、英国的“学院型大学”、法国的“研究院型大学”、美国的“研究生院型大学”以及日本的“应用型大学”。
德国的“研究所型大学”。德国的研究生教育发端于19世纪初期，伴随着德国的统一和德国大学的改革而兴起，德国的高等教育的教学与科研为德国的强盛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在19世纪后半期德国高校开始研究生教育的改革，这次改革遵循的洪堡原则——把科研、教学和学习统一在一起，奠定了19世纪后半叶德国的各个大学在世界的地位，成为欧洲学术研究中心，德国的大学系统在国际上也成为了如何把科研变成高级教学和学习的基础的长期持续的典范。根据洪堡计划：“大学教师应该成为研究者，而他们的学生，无论是任何领域，也应该参与科研活动。”这种理念强调的是一种教师和学生共同进行真理探求的过程，是科研的伙伴。之后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很多新一代德国学者开始在大学里学会“如何使教学和学习的场所建立起科研的基础。”让学生能够在学校里学到如何进行科学研究。
操作的工具。洪堡原则的发展与实践并不是一帆风顺，如其提出的过度的极端自由，无限制和无拘束的人文主义关怀，以及功利主义和社会利益都产生了一定的反向效果。这些变化和挑战进一步促进了两种操作工具的产生：教学—科研实验室和教学—科研研讨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利比希实验室和诺依曼研讨班。除此之外，德国大学的另一种重要支撑工具—研究所，也在大学回归和重建中回到了相对重要的地位。实验室、研讨班和研究所在为创造知识和讲授专门化新知识的不断增长的兴趣服务的同时，也成为促进德国教学、科研和学习相统一的重要方式。
英国的“学院型大学”。英国的高校有着悠久的历史，历史的积淀既是取之不尽的宝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负担。英国高校有着悠久的自治传统，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本科教育和密切的师生关系，生师比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阻碍了英国大学科研能力的提高和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小型大学、小型院系的模式也让英国大学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较为迟缓。与德国不同，英国大学的发展深受其“学院”传统的影响，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对研究生教育以及相关科研训练的“典型性”忽视。无论是从最初牛津和剑桥的垄断，过于强调的有选择的精英式教育和缺少科研训练，还是到传统的国有化，集中的资源分配方式，都深深的影响了英国的大学传统。
法国的“研究院型大学”。克拉克教授认为法国的高等教育系统是“非常特殊的”。大学一直是作为第三部分的存在而处于从属地位，这与法国长久以来的历史传统是分不开的。因为“重要大学早在18世纪后期就成为了中央政府直接的左右手和国家事业的特殊部分”，并将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联系起来，形成一种独特的方式。同时，过于轻视科研和中央集权，都是影响法国大学发展的重要历史渊源。法国高教系统属于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其教师和科研人员享有《国家公职人员法》规定的权利和特权。在法国，教学与科研是分离的，其联系有赖于校内或校外的第三方科研中心，这样的模式，被克拉克教授称为“研究院型大学”。
美国的“研究生院型大学”。19世纪以来，许多美国人前往欧洲，特别是德国，获取先进知识和技术，并带回美国。在与本土的小学院不断碰撞的过程中，确立了研究生院这一组织体制，逐渐确立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新形式。不同于法国中央集权的传统，美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是非常自由的，“学院”的概念在美国人的意识里根植很深，后来在新的形势下不断发展而形成大学，也越来越重视科研的力量，并在竞争性的关系中更加多样化发展和分化。同时，美国研究生教育的革新离不开多样化的赞助和政府资助。大学并不仅仅依赖中央和州政府资助，同时还得到外部赞助者的赞助，既包括院校也包括私人赞助者。不可否认，这种也多样化也为大学的自治提供了保证，非常有利于激发地方和州的创造性。
日本的“应用型大学”。与其他四个国家不同，日本大学呈现出更多的实用主义倾向。不同于美国，日本研究生院的发展主要源于政府的主观促成，本科生阶段大部分被专业教育占据，比较少的学生进行研究生学习，就算是学习，也是主要攻读专业学位。日本的高等教育中很大的比重是工程教育，并且拥有工学硕士学位是进入管理阶层的重要手段。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对于科研的财政拨款有接近3/4流向工程教育。日本企业在日本研究生教育中占据主导地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基于企业导向，并且是学生生涯的终点、职业生涯的起点。博士学位更是一种“荣誉性质”，通常在于在业界功成名就之后由大学授予。“日本工业已经成为应用研究和有关的科研训练的大本营”，这样的一种模式，被克拉克成为“应用型大学”。
二、科研—教学—学习连结体
    在说清楚各个国家研究生教育如何在大学这个“探究的场所”内开展教学与科研的活动之后，克拉克教授又论述了影响科研、教学和学习这三者连结的两方面影响因素：分化的力量和整合的条件。
关于分化的力量，克拉克教授在书中指出，从国际上看，推动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相分离存在四个共同趋势：大众化高等教育运动、劳动力市场对各行专家需求的增长、前沿知识和现有可教的知识之间不断增长的断裂，以及政府赞助和监督的增强。而分离连接体的力量存在两种漂移形式，即科研的漂移和教学的漂移。所谓科研的漂流，指的是内容上各个国家科研和学术呈现出以学科、专业和跨学科科目的形式，进行着强化和分化，产生一种“强烈分裂的趋势”，结构上表现为科研扩展到大学之外，成为“民用政府机构、非盈利部门以及工业等的一项共同活动”。所谓教学的漂移，主要是指各国“集中教学，某些背景被撤离科研”的现象。体现在：高校类型之间的分化、大学和学院内部各专业层次分化以及大学学习本身高层次内部的分化这三种形式。在此过程中，政府和工业的利益驱动作为分离的力量在科研漂移和教学漂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关于整合的力量，克拉克教授同时指出，虽然教学、科研、学习这三者间的连结面临着以上分化力量的影响，但全国高教系统、大学和基层单位的存在是促进教学、科研、学习三者整合的有利条件。他认为，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大学系科、研究群体组成，层次多样，组织复杂，还包括大量学术活动。在上层也许正确的东西，在底层可能并非如此。因此，在讨论整合的条件时至少要仔细考察高教系统、各大学机构和基层单位三个层次。
三、对本书突出贡献的一点思考
在本书中，克拉克教授客观地展现五个典型国家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情况，并且精准地概括了不同国家的特点，称之为五个不同的类型。这一做法的卓越之处在于，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影响大学绩效的关键因素。作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与其他组织类似，大学与外界特别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在社会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处的方位，以及自身的组织结构安排，都足以影响大学的绩效高低，形成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大学，这也是统领全书的逻辑暗线。与此相似，克拉克教授在另一本为人所熟知的高等教育著作《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中，同样是关注到了类似的问题，并根据政府与大学关系，将世界高等教育划分为集权体制、自治体制和市场体制三种体制，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形成了面貌迥异的大学。
[bookmark: _GoBack]在推进双一流高校建设的大背景下，大学与国家的关系维度显得尤为重要。按照克拉克教授的观点，大学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大学的组织结构改革等“外在因素”，都是影响大学办学成效的关键。因此，尽管是探究的场所，大学在追求高深知识的同时，对于那些“与知识本身无关”的因素，可能同样应该予以高度关注。


